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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 与中国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谢宜章 邹丹 唐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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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 FDI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不同类

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经

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显著；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 FDI的交互效应能明显促进工业绿色

发展，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 FDI的交互效应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中国港澳

台地区 FDI的结合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 FDI的结合明显地推动

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因此，其他地区外资比港澳台投资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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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发展主要是依靠资源要素的投入，强调产量规模扩张，这带来了极大的环境成本和健康成本，严重威

胁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绿色发展是工业发展的新阶段[2],迫切需要通过实现工业绿色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

双赢[3]。环境规制设计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对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与绿色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4,5],有利于实现工业绿色发

展，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激励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较大差异
[6]
。中国开放经济下，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推动产业转移、

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与技术溢出发挥着关键作用[7],但 FDI 主要受环境规制、人文制度及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探讨如何

通过环境规制的设计以及发挥好 FDI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环境规制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及 FDI 对环境标准的影响，认为外资企业将污染型企业转移

至中国环境标准执行较低的地区，提出“污染天堂假设”[8];环境规制对 FDI 区位分布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国

际产业转移应对我国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从而对我国招商引资规模产生负面影响[9];环境规制对水平型的 FDI 影响较小，但对

垂直型 FDI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10]。同时，认为 FDI对环境标准的影响与当地政府的廉洁程度有关，当前状况下，FDI对当地的

环境标准有负面影响
[11]
,当地区腐败程度较低或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FDI 有利于地区环境规制提升

[12]
。也有研究认为，FDI 会

导致环境污染程度的正向变动，引致增大环境规制强度，而 FDI 的动机主要受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而降低[13]。已有相关研究还

集中于 FDI 对环境污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方面的探讨。认为 FDI 无论是在总体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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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都有利于减少工业污染排放，其主要原因在于，FDI通过技术引进与扩散带来的正向技术效应超过负向的规模效应与结构

效应[14]。FDI能否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在于 FDI的质量，沿海和内陆两个地区的 FDI质量提升均有助于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并且沿海地区 FDI质量的作用强度显著大于内陆地区
[15]
。FDI可以驱使中国加强环境规制水平，严格的环境规制能有

效地提高外资进入的环境门槛，其对 FDI 能起到“筛选”作用，因此，两者的良性互动是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影

响因素[16]。 

然而，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没有将环境规制、FDI、工业绿色发展三者纳入统一框架内进行研究，或者纳入统一研究

框架但没有考虑空间异质效应及模型本身具有的动态性、内生性[17,18]。二是对环境规制的分析没有扩展到不同类型工具层面，未

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 FDI 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但认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有较大差异，若忽视这种差

异将导致结果不稳健
[19,20]

。三是研究环境规制、FDI与工业绿色发展的关系时，未根据来源地的不同将 FDI进行有效区分。实际

上，不同来源地 FDI 与环境规制及工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12]。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将环境规制扩展到不同类型层面

及根据来源地对 FDI 进行有效区分，同时，考虑空间异质效应及模型本身具有的动态性、内生性，在梳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

过 FDI 对工业绿色发展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检验，从而为有效设计环境规制吸引清洁型 FDI 流入以

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提供依据。 

二、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一)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直接作用机制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直接作用机制表现在，通过不断改变公众对产品的需求，倒逼企业在环境治理中增加投资，从

而影响企业投资偏好与研发投入水平，促使企业强制改进生产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和科学调整投入结构等来消化企业增加的治

污减排成本。不过，当环境规制执行力度较弱时，节能减排技术投资将高于环境惩罚税，企业宁愿接受环境惩罚税或增加环境

治理投资，也不愿增加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投入，从而对绿色技术进步及工业绿色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随着公众收入水平提高

以及对清洁产品偏好的增强，环境规制工具强度也随之增大。此时，环境惩罚税均大于环境治理成本，因调整成本较高，企业

会在节能减排设备更新以及技术研发上投入更多资金，从而有利于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和绿色技术进步。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不同。从传导路径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政策的目标和执行两

个层面来增加企业成本，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外生能源价格加价形成。从作用条件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主要

以国有企业考核来保证政策执行效果，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有效传导的条件是能源价格市场化。整体来看，经济激励型环境规

制存在外溢性，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外，还有助于其他类型技术创新的共同增长，为企业提供更灵活的选择；命令控制型环境

规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不利于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其诱发效应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执行。此外，考虑到

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执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成本高于中、西部地区。当东部地

区企业执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成本高于边际收益时，企业会在绿色研发和企业效益之间进行权衡，因此，命令控制型环境

规制增强并不必然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工业绿色发展，而是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对应地，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水

平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效率不同，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也不同。基于此，提出研究

假设 1。 

假设 1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更有

利于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但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对工业绿色发展的间接作用机制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是技术引进和外资引入与产业转移的重要门槛。产业不断向污染密集型行业转型，主要发生在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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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初期，由于环境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和环境规制政策强度较弱，导致污染型产业技术被大量转移至国内，工业污染加剧。近

年来，我国通过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及加强对 FDI 流入的引导，鼓励清洁型 FDI 流入，限制高污染 FDI 进入。针对外资企业特别

是污染型外商投资企业施加额外的环境治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对污染型外资进入有较大阻止作用，进而减少工业污染。因此，

对进入中国的 FDI适当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工具是一种强制“精洗”,具有“去污存清”作用，有利于 FDI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引

导作用。换言之，环境规制与 FDI的互动效应有利于促进工业绿色发展。 

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不同来源地 FDI 的互动关系也存在显著差异。一是相比港澳台 FDI 企业，其他地区 FDI 企业具有较

高的社会责任感，更倾向于执行本国或企业统一的高环境规制标准，当地环境规制放松对其投资的吸引力并不高。二是受反腐

败公约等限制的其他地区 FDI 企业，寻租的可能性较小，而与大陆存在宗亲或文化联系的港澳台 FDI,更加容易参与环境规制寻

租行为。三是港澳台地区企业以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为主，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相较其他国家(地区)的 FDI 企业通常要低，在

发挥环境标准提升作用以及在环境技术溢出方面对投资地区都不会太显著。其他国家(地区)的 FDI企业(尤其是以欧、美、日等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维护企业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企业自身形象，虽然有技术方面的优势，但也更愿意采用环境友好型清洁生

产技术，从而在环境规制标准的提升和环境技术溢出方面对投资地更加有利。因此，港澳台 FDI 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结合

可能导致环境规制更容易被俘获，对绿色技术创新难以形成激励作用，不利于工业绿色发展；其他地区 FDI 与经济激励型环境

规制的结合将有利于提高环境标准，促进环境技术溢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为此，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 环境规制与 FDI 的互动效应有利于促进工业绿色发展，这取决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不同来源地 FDI 的互动关系。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港澳台 FDI 的结合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 FDI 的结合将

明显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假设，同时考虑到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的动态性和空间异质效应，设定广义动态空间面板模型(1)。 

 

其中，IDit是工业绿色发展，为反映工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性加入一阶滞后项 IDit-1;αi反映个体效应；ρ是空间自相关系数，

表示空间依赖性的方向和大小；W是空间权重矩阵；εit是随机扰动项，εit=λWεit+uit,λ是空间误差系数，反映相邻地区因变

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ERit是环境规制，将其分解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 ERPit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ERCit。

ERit×FDIit表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 FDI的交互效应，其中 FDI又区分为港澳台外商投资(GAOTit)和其他地区外商投资(FIit)。Xit

是控制变量，主要选取人力资本水平(EDUit)、科技创新水平(RRDit)、市场化水平(MKit)和能源价格(EPit)来控制其他因素对工业

绿色发展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选取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因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严重，所以，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因 2000 年之前与之后工业统

计口径有较大变化，所以，使用的相关数据时间跨度是 2000-2014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

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各期的相关数据。变量选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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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绿色发展。 

工业绿色发展是量和质的结合，不仅包括工业污染减排，还体现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结合指标可获得性，运用综

合指标体系法对工业绿色发展进行测度。采用三级指标体系法，第一级指标主要包括 4 个方面，即节能减排、发展方式转变、

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扩展为 10个指标，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的基础上扩展为 28个指标[22]。

主要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综合为统一的工业绿色发展指数，以保证权重和结果的客观性和稳健性。此外，鉴于计量检验模型

中其他变量可能部分包含在工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当中，将重合的指标全部剔除后再运用熵值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指数。 

2.环境规制。 

将环境规制分解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中国常见的主要有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排

污费和补贴，选取单位 GDP 环保科研课题经费和单位 GDP 排污费收入进行衡量。强制性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主要特点，是

指政府部门对保护环境所制定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政策。中国应用最为广泛的环境规制主要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衡量指

标具体见表 1。通过熵值法赋权获得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综合指数 ERit、ERCit、ERPit。 

表 1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指标选取[20-22] 

分类标准 命令控制型 经济激励型 

衡量指标 

受理环境 

行政处罚 

案件 

两会环境 

提案数 

环评制度 

执行率 

三同时 

执行 

合格率 

单位 GDP 

排污费 

收入 

单位 GDP 

环保科研 

课题费 

 

3.FDI。 

用加总的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资产额度分别和其他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资产额度来表示 FDIit。采用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总资产中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资产额度所占的比重来衡量 GAOTit,采用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中除港澳台以外的其他外

商投资工业企业资产额度所占的比重来衡量 FIit。 

4.控制变量。 

用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EDUit,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GDP来衡量科技创新水平RRDit,用工业增加值

/GDP 来衡量产业结构 PSit。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衡量市场化水平 MKit,政府干预越少，该数值越低，表明其市场化程度

越高。能源价格 EPit用能源价格指数与产出价格指数之比来表示，其中，采用动力和燃料价格构建指数代替能源价格指数，采用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代替产出价格指数，并均转换为基年不变价格指数。 

5.空间权重矩阵。 

目前，空间权重矩阵主要采用空间邻接、地理距离及经济距离三种。考虑到空间权重选取对计量结果的重要性，用空间混

合权重矩阵和空间邻接权重矩阵来衡量和计算空间权重矩阵。空间邻接权重矩阵 WA设定的依据是，相邻为 1,不相邻为 0。空间

混合权重矩阵 WMIX同时考虑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因素，若经济发展水平较为相近，而且地理上较为邻近，表明他们之间的交互影

响程度越大。因此，将空间混合权重矩阵设定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1WD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2WE的乘积，即 WMIX=WD×WE。变量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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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单位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ID 
 

0.033 0.042 0.029 0.003 

ER 
 

0.033 0.041 0.027 0.002 

ERC 
 

0.019 0.029 0.012 0.003 

ERP 
 

0.006 0.012 0.003 0.002 

FDI % 17.187 59.110 0.977 14.613 

GAOT % 5.828 37.203 0.131 7.062 

FI % 11.359 41.630 0.039 9.420 

EDU 年/人 8.267 11.836 5.968 0.978 

RRD % 0.416 6.142 0.028 0.709 

MK % 17.831 61.211 4.679 7.925 

EP 
 

1.395 3.524 0.851 0.468 

 

(三)估计方法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可实现对被解释变量的延续性和惯性的考察，有效反映经济现象本质。估计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无条

件极大似然的方法[23]。首先，采用一阶差分消除个体效应，具体见式(2)。 

 

 

然后，通过数值迭代法找出参数的最大值，具体见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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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 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检验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别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 FDI、港澳台 FDI及其他地区 FDI的交互效应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动态空

间效应。存在空间相关性是空间计量模型的前提，而最常用判定空间相关性存在的指标是 Moran
,
sI 指数。通过计算得到面板

Moran,sI 值为 0.1936,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原假设，表明模型具有空间相关性，设定空间计量模型

是合理的。估计结果显示，LMError统计量为 2.143,且不显著(p值=0.143),而 LMLag统计量为 969.497,且非常显著(p值=0.000),

根据判定准则，应选择动态空间面板 SAR模型进行估计。 

(一)整体 FDI下的估计结果 

考察整体 FDI交互效应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效应，并且设置环境规制、FDI及交互项为内生变量，

运用极大似然估计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3),工具变量的有效原假设均通过 Sargan检验，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空间自相关系数显著为正，再次验证空间计量模型选择的正确性，忽视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效应是有偏的。此外，被解释变

量的滞后一期估计系数大致在 0.4左右，且比较显著，说明工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效应明显，不容忽视。 

表 3 中的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ER)在两种空间权重下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

估计结果相对稳健，因此，加大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即当环境规制增强时，环境惩罚税大于环境治理成本，

企业将投入更多资金用于节能减排设备更新与技术研发，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与工业绿色发展。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影

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别，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却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

用。原因在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技术强制性”,其“一刀切”的方式没有给企业选择绿色技术创新的权利；而经济激

励型环境规制具有“市场灵活性”,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外，还有助于其他类型技术创新的共同增长，共同促进工业绿色发展。

研究结论证实假设 1的正确性。 

表 3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整体 FDI的交互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ER ERC ERP 

WA WMIX WA WMIX WA WMIX 

IDt-1 
0.424*** 

(9.80) 

0.444*** 

(10.30) 

0.416*** 

(9.49) 

0.429*** 

(9.80) 

0.455*** 

(10.05) 

0.485*** 

(10.49) 

ER 0.015
***
 0.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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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13.43) 

ER×FDI 
-0.001 

(-0.37) 

-0.002 

(-0.70)     

ERC 
  

0.022 

(1.13) 

0.025 

(1.21)   

ERC×FDI 
  

0.003 

(0.49) 

0.005 

(0.67)   

ERP 
    

0.015*** 

(7.78) 

0.013*** 

(7.00) 

ERP×FDI 
    

0.003*** 

(15.18) 

0.003*** 

(15.80) 

FDI 
0.001* 

(1.70) 

0.002* 

(1.91) 

0.004*** 

(3.22) 

0.004*** 

(2.98) 

0.005*** 

(4.04) 

0.004*** 

(4.10) 

EDU 
0.003** 

(2.10) 

0.004** 

(2.20) 

0.004** 

(2.21) 

0.003** 

(2.47) 

0.005** 

(2.61) 

0.004** 

(2.66) 

RRD 
0.006*** 

(3.46) 

0.020*** 

(4.82) 

0.008** 

(2.05) 

0.003* 

(1.77) 

0.006** 

(2.59) 

0.006*** 

(2.68) 

MK 
-0.009 

(-1.00) 

-0.008 

(-0.28) 

-0.010 

(-1.08) 

-0.007 

(-0.81) 

-0.002 

(-1.26) 

-0.005 

(-1.49) 

EP 
0.005*** 

(2.89) 

0.004*** 

(2.68) 

0.005*** 

(2.75) 

0.005** 

(2.43) 

0.005** 

(2.41) 

0.004* 

(1.69) 

ρ 
0.005 

[0.007] 

2.1e+04 

[0.004] 

0.004 

[0.076] 

1.7e+04 

[0.029] 

0.008 

[0.001] 

1.9e+04 

[0.031] 

Sargan检验 
231.300 

[0.592] 

228.517 

[0.642] 

225.087 

[0.700] 

224.764 

[0.706] 

247.582 

[0.305] 

248.205 

[0.296] 

LogL 2141 2141 2149 2150 2146 2144 

R2 0.6638 0.6620 0.6934 0.6932 0.7760 0.7699 

样本数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 FDI 的交互效应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规制(ER)与 FDI 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之前环

境规制强度低与环境治理体系欠完善所引致的大量污染型产业和技术被转移至国内，加剧了工业污染，虽然也有部分拥有清洁

技术的 FDI抑制污染排放，因此，整体看效果不是很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ERC)与 FDI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也

同样说明目前环境规制与 FDI的交互效应对抑制工业污染排放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不过，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ERP)与 FDI的

交互效应明显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主要在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 FDI 流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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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有“去污存清”的作用，可引导 FDI促进工业绿色发展。FDI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FDI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从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人力资本(EDU)和科技创新(RRD)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实，

绿色技术研发的重要基础是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当环境规制增强或清洁型外资进入时，企业必须具备能够进行绿色技术研发

或者吸收 FDI 技术外溢的人力和科技基础，进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市场化水平(MK)是个负向指标，其系数为

负但不显著，说明目前我国市场化水平仍有待提高。能源价格 EP的估计系数非常显著，且均为正，表明能源价格的提高带来的

成本提高，有利于刺激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减少工业污染，促进工业绿色发展。 

(二)港澳台 FDI和其他地区 FDI的估计结果 

从环境规制与港澳台 FDI 交互效应的估计结果来看(见表 4),环境规制(ER)对工业绿色发展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但与港澳台

投资(GAOT)的交互效应系数为负且不显著，研究结论与整体 FDI 保持一致。区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来看，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

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ERC)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仍然不明显，其与港澳台投资(GAOT)的交互效应却对工业绿色发展有

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港澳台 FDI 具有较低的环境标准，而且存在较大可能的寻租行为，绿色技术的外溢性也不强，

其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结合容易导致环境规制被俘获，港澳台的污染性工业不断转移到大陆，导致工业污染加剧，对工业

绿色发展不利。而且，尽管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仍非常显著，但其与港澳台投资(GAOT)的交互效应

并没有对工业绿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也表明港澳台投资对减少工业污染以及提高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 

表 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港澳台 FDI的交互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ER ERC ERP 

WA WMIX WA WMIX WA WMIX 

IDt-1 
0.459*** 

(10.95) 

0.490*** 

(11.74) 

0.430*** 

(10.15) 

0.450*** 

(10.59) 

0.500*** 

(11.45) 

0.550*** 

(12.36) 

ER 
0.014*** 

(6.48) 

0.012*** 

(5.53)     

ER×GAOT 
-0.001 

(-0.38) 

-0.003 

(-0.51)     

ERC 
  

0.002 

(0.12) 

0.003 

(0.15)   

ERC×GAOT 
  

-0.005** 

(-2.19) 

-0.006** 

(-2.21)   

ERP 
    

0.013
***
 

(6.66) 

0.010
***
 

(5.32) 

ERP×GAOT 
    

0.002 

(0.61) 

0.003 

(1.08) 

GAOT 0.005 0.004 0.003 0.002 0.006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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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 (0.41) (0.82) (0.85) (0.27) (0.60) 

EDU 
0.006*** 

(3.51) 

0.007** 

(4.05) 

0.005*** 

(3.14) 

0.006*** 

(3.51) 

0.006*** 

(3.78) 

0.007*** 

(4.01) 

RRD 
0.008*** 

(3.89) 

0.007*** 

(3.63) 

0.009*** 

(4.17) 

0.008*** 

(4.16) 

0.005** 

(2.40) 

0.007*** 

(2.64) 

MK 
-0.006 

(-0.57) 

-0.003 

(-0.25) 

-0.025 

(-0.26) 

-0.055 

(-0.55) 

-0.001 

(-1.55) 

-0.001 

(-1.26) 

EP 
0.004* 

(1.84) 

0.003* 

(1.72) 

0.004* 

(1.76) 

0.003* 

(1.70) 

0.004* 

(1.95) 

0.003* 

(1.78) 

ρ 
0.004 

[0.018] 

1.1e+04 

[0.089] 

0.003 

[0.032] 

3.5e+03 

[0.090] 

0.009 

[0.000] 

2.0e+04 

[0.012] 

Sargan检验 
233.523 

[0.552] 

232.796 

[0.565] 

220.783 

[0.768] 

223.105 

[0.732] 

242.686 

[0.386] 

242.787 

[0.384] 

LogL 2140 2138 2142 2141 2143 2139 

R2 0.6211 0.6146 0.5817 0.5782 0.6699 0.6557 

样本数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从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 FDI 交互效应的估计结果来看(见表 5),环境规制(ER)的直接效应、与其他地区 FDI 的互动效应的估

计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表明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 FDI 的交互效应对工业绿色发展有利。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 FDI

的交互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直接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不明显，但与其他地区 FDI 的交互效应显

著为正。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与其他地区 FDI 的交互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其他地区 FDI 对提高我国环境标准、

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减少工业污染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研究结论验证假设 2的合理性。 

表 5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 FDI的交互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ER ERC ERP 

WA WMIX WA WMIX WA WMIX 

IDt-1 
0.418*** 

(9.67) 

0.436*** 

(10.08) 

0.418*** 

(9.62) 

0.432*** 

(9.89) 

0.510*** 

(12.39) 

0.552*** 

(13.33) 

ER 
0.016*** 

(8.02) 

0.015*** 

(7.67)     

ER×FI 
0.002*** 

(3.86) 

0.012*** 

(4.01)     

ERC 
  

0.029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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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1.60) 

ERC×FI 
  

0.002*** 

(4.20) 

0.025*** 

(4.86)   

ERP 
    

0.013*** 

(2.78) 

0.037*** 

(2.79) 

ERP×FI 
    

0.003** 

(2.37) 

0.004*** 

(3.07) 

FI 
0.008*** 

(5.75) 

0.007*** 

(5.67) 

0.009*** 

(6.05) 

0.008*** 

(5.95) 

0.007*** 

(3.39) 

0.007*** 

(3.71) 

EDU 
0.004** 

(2.61) 

0.004*** 

(2.84) 

0.004*** 

(2.73) 

0.005*** 

(2.94) 

0.004*** 

(2.86) 

0.005*** 

(2.87) 

RRD 
0.007*** 

(4.17) 

0.007*** 

(3.90) 

0.005*** 

(2.92) 

0.005*** 

(2.91) 

0.007** 

(3.60) 

0.007** 

(3.26) 

MK 
-0.016 

(-0.17) 

-0.017 

(-0.18) 

-0.061 

(-0.64) 

-0.043 

(-0.44) 

-0.008 

(-0.87) 

-0.003 

(-0.34) 

EP 
0.005** 

(2.72) 

0.004** 

(2.21) 

0.007*** 

(3.45) 

0.006*** 

(3.12) 

0.005** 

(2.14) 

0.012*** 

(3.80) 

ρ 
0.004 

[0.027] 

1.9e+04 

[0.009] 

0.006 

[0.003] 

2.4e+04 

[0.003] 

0.009 

[0.000] 

2.4e+04 

[0.009] 

Sargan检验 
233.504 

[0.550] 

229.467 

[0.625] 

227.679 

[0.657] 

225.670 

[0.690] 

248.661 

[0.289] 

243.742 

[0.368] 

LogL 2141 2140 2143 2141 2143 2140 

R
2
 0.6790 0.6772 0.7435 0.7411 0.7878 0.7797 

样本数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上研究表明：(1)加大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不明显，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却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2)只有经济激励型环

境规制与 FDI的交互效应才明显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 FDI的交互效应不显著。(3)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

港澳台 FDI 的结合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 FDI 的结合将明显推动绿色技术创

新和工业绿色发展。其他地区外资比港澳台投资对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以及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更加有利。 

为此，我国应丰富环境规制手段，逐步实现环境规制由命令控制型向经济激励型转变，同时，针对东、中、西的区域差异

合理搭配各种环境规制工具，最大化实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此外，应适当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及对其他地区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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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入，通过政策优惠及自身科技人才优势吸引清洁型 FDI 进入，并对部分来自港澳台的污染型 FDI 进行限制，强制“精

洗”,“去污存清”,发挥环境规制与清洁型 FDI的交互效应，共同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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